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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本文旨在闡述在當前形勢下，澳門的法律改革應如何為實踐“一國兩制”服務。本文分為三個部

分，第一部分為法律改革與國家安全，着重論述法律改革應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及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係，

對澳門特區現行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進行完善。第二部分為法律改革與國情教育，着重論述國情教育

作為“一國”的應有之義，特區政府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乃是一種責任和義務，並有必要通過法律改革將

國情教育納入法制軌道。第三部分為法律改革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着重論述法律改革應當為澳門特區積極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這是一個涉及面廣、時間長的大型課題。最後，本文認為，澳門的法律改革不能僅

僅停留在原有法律“滯後”的起跑綫上，而是應當有意識地讓法律改革為實踐“一國兩制”服務，從而真正實

現“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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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laborate how the legal reform of Macao should serve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fi rst part is about legal reform and national security. It emphasizes 
that legal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overall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to improv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Macao SAR.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legal reform and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t focuses on the signifi cance of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as “One Country”.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is obliged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Macao SAR.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bring th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to the orbit of the present 
legal system through legal reform.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legal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legal reform should serve the Macao SAR’s active integra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is a large-scale task involving a wide range and a long time. 
The article holds that Macao’s legal reform should consciously serve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 as 
to truly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in the Macao 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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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門回歸以來，法律改革已成為澳門法律界具有共識的一個概念，惟社會人士在解讀法律改

革的必要性時，比較側重的是澳門原有法律的“滯後性”，期望通過法律改革，使滯後的原有法律

能夠適應回歸後澳門社會發展的需要。本人認為，關於法律改革的解讀，這一觀念本身並沒有錯，

但僅僅將法律改革理解為解決原有法律的“滯後性”，顯然是不夠的。因為根據《澳門基本法》的

規定，澳門回歸後是實行“一國兩制”，而作為法治社會，實踐“一國兩制”必須將其納入法治的

軌道，換句說，立法者應當有意識地通過制定各種相關的法律，來為實踐“一國兩制”保駕護航，

使“一國兩制”真正納入法治的軌道。只有這樣，才能使“一國兩制”不走樣，才能使“一國兩

制”在澳門特區得到全面、正確的貫徹落實。基於此，本人就以下幾個問題，談幾點關於法律改革

如何為實踐“一國兩制”服務的看法。

無庸置疑，國家安全作為國家主權的核心內容，屬“一國”的範疇，實行“兩制”，必須服從

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正因為如此，《澳門基本法》第23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區應當自行立法禁止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一規定首先體現的就是“一國”原則，表明澳門特區必須就維護國家安全進

行立法，以切實有效地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這是澳門特區的一種憲制性責任，沒有甚

麼討價還價的餘地，澳門特區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就必須義不容辭地負起

這種憲制性責任。

值得肯定的是，澳門特區政府對這一憲制性責任給予了充分的重視，於2008年10月22日，由時

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正式宣佈啟動為期40天的《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的諮詢工作，並通過澳門

特區立法會審議通過、行政長官頒佈等立法程序，《維護國家安全法》（第2/2009號法律）於2009年

3月2日正式生效。《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的制定和生效，不僅充分反映了澳

門居民愛國愛澳的熾熱情懷，而且為澳門特區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全面落實“一國”原則提供了堅

實的法律保障，可以說是澳門法律改革為“一國兩制”服務的典範。

然而，《國安法》的制定並不意味着澳門特區肩負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已經完成，這

一憲制性責任必須隨着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加以充實加以完善。換句話說，澳門特區負有的維護國

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具有持久性和發展性。正是由於這種憲制性責任具有持久性和發展性，因此，

從今天的國家安全形勢的發展以及法律自身的完善來考察，澳門完全有必要對十年前的《國安法》

進行檢討和反思。有人認為，《國安法》自制定生效以來，澳門特區還未發生過一件危害國家安全

的案件，為甚麼要檢討和反思呢？須知，一部法律要不要制定和修訂，必須從一些基本原則和社會

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量，與法律本身是否被適用過沒有直接關係。舉例來說，從澳門回歸至

《國安法》制定生效之前，澳門特區也從未發生過一件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難道沒有發生過此類

案件，就不需要制定《國安法》嗎？當然不是。同樣的道理，對《國安法》的檢討與反思也與有沒

有發生過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無直接關係，澳門特區之所以有必要對《國安法》進行檢討與反思，

是因為維護國家安全對澳門特區來說是一種具有持久性和發展性的憲制性責任，這種責任必須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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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變化和發展、尤其是隨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和發展而不斷加以完善。所以，對《國安法》進行

全面檢討和反思，這是澳門特區應盡的憲制性責任，也是法律改革為“一國兩制”服務應有之義。

對《國安法》進行檢討和反思，可以從觀念的轉變和程序的配套兩個方面進行檢討和反思。

所謂觀念的檢討和反思，就是要用與時俱進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國家安全觀。

通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國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國家變得從未有過的強大，但世界

上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視中國的崛起為“眼中釘”，想方設法地企圖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等各個領域從外部對中國實施“圍剿”，竭盡所能地企圖從內部破壞中國的政治安全，危害國家的

發展利益，這一切深刻地表明隨着中國的強大，國家安全形勢則變得越來越嚴峻。為此，2013年，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成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次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

上首次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

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於一體的國家安全體

系，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安全道路。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公佈了新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明確規定“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並將每年的4月15日

定為“國家安全教育日”。維護國家安全既然是貫徹落實“一國”原則，那麼，對國家安全理念的

變化與理解，澳門特區應當與國家保持一致，以“總體國家安全觀”來調整原有的國家安全理念。

值得欣慰的是，澳門特區政府深刻地認識到了這種國家安全觀念的變化與發展。比如，2018年9
月3日，行政長官頒佈獨立行政法規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從宏觀政策、法

制建設的角度加強了對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決策和指導。1 又比如，2018年和2019年，澳門特區政府

與中聯辦連續兩年聯合主辦了“國家安全教育展”，以此來向廣大市民宣傳“總體國家安全觀”。

除了要從決策層面、宣傳教育層面來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之外，法律改革也應當有意識地為實

現“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法治化提供法制保障。

從澳門刑事立法的實踐考慮，通過法律改革使“總體國家安全觀”法治化，可以在立法上運用

制定相應的單行法或在單行法中設置某個條款的方式來加以貫徹和落實。因為在單行法中規定相關

的刑事制度或各自獨立的相關罪名，已經成為澳門刑事立法的一大特色。關於這一點，澳門特區政

府其實已經有所行動。比如，2019年制定的《網絡安全法》2就是一例，因為網絡安全與國家安全之

間具有密切的聯繫。又比如，前一階段社會公眾熱議的《民防法（諮詢稿）》第25條關於緊急狀態

下追究故意製造謠言者刑事責任的規定，同樣與維護國家安全緊密相關，因為《民防法》第25條立

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突發公共事件這樣一種緊急狀態下，通過刑事手段來充分保護社會公共安

全和公共秩序3，其中很可能也會涉及國家安全。

除此之外，對《國安法》本身的內容也可通過制定相應的單行法來加以完善，這樣不僅可以增

1 有關《澳門特別行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具體組成和相關職能，請參閱第22/2018號行政法規。
2 有關《網絡安全法》的內容，請參閱第13/2019號法律。
3 有關《民防法（諮詢稿）》第25條的立法目的與內容，請參見《趙國強：三處“明確＂助消誤會》，《澳門

日報》2019年7月17日，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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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操作性，而且也可以在完善過程中有意識地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念。比如，為了落實

《國安法》第5條所規定的“竊取國家機密罪”，澳門特區應盡快制定有關保密的法律制度4，明確規

定甚麼樣的機密屬於國家機密，在具體規定國家機密概念時，應考慮引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理

念。還比如，為了落實《國安法》第6條和第7條的規定，應當重新審視澳門原有關於社團方面的法

律制度，明確界定甚麼樣的社團屬於“政治性組織或團體”，明確界定“澳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危害國家安全”的法律含義。

應當指出，對《國安法》運用“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檢討和反思，與《澳門基本法》第23條

不存在抵觸的問題。因為如前所述，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3條規定，澳門特區必須制定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這是憲制性責任和義務，而澳門特區政府如何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則屬於特區

高度自治的範疇，所以，澳門特區完全可以並且應當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下，對有關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作全方位的檢討和反思。

程序法的檢討和反思，就是要從程序法的角度，對《國安法》進行配套，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法律可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實體法的主要功能是規定和確認具體的權利、職權以及義務、責

任，如刑法、民法和行政法都是實體法，而程序法的主要功能在於及時、公正、恰當地為實現權

利、職權或落實義務、責任提供必要的規則、方式和程序，如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

法都是程序法。實體法和程序法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實體法體現的法律正義必須要由程序法

來保障。正因為如此，20世紀以來，注重程序立法和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已成為世界各國各地區法

治實踐的大趨勢，程序法作為實體法的保障，越來越受到學者以至立法者的關注。也正是基於實體

法與程序法的這種密切關係，所以在特定的實體法領域，立法者往往會配套性地設置一些特定的訴

訟程序，以確保實現實體法包含的法律正義。刑事立法同樣如此，這一點在澳門的刑事立法實踐中

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比如，在澳門的單行刑事法律中，針對有組織犯罪、毒品犯罪、電腦犯罪，立

法者都在相關的單行刑事法律中專章規定了專門適用於相關犯罪的特別的刑事訴訟規定。可以說，

為特定犯罪設置特別的刑事訴訟規定，這已成為澳門的刑事立法慣例，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公正、

合法的程序來正確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確保法律正義得到真正的實現。

一個好的實體法，須有一個配套的程序法來保障，《國安法》作為實體法同樣如此。比如，對

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從調查取證、執法主體、證據效力、審理制度等方面作出一些特別的訴訟規

定，無疑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有利於準確、有效地打擊各種形式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切

切實實地維護好國家的安全，而且也有利於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的合法訴訟權利，有利於做到不枉

不縱，從而使《國安法》真正成為一部既具有威懾力和必要的操作性，又能真正體現法律正義的法

律。遺憾的是，從現行的《國安法》來看，立法者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主要還是從實體法的

角度作出了規定，在刑事訴訟程序方面只是規定了特定的不公開程序以及將《國安法》規定的犯罪

行為列入《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第2款a)項之中，此外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刑事訴訟方面的規定，這對

於涉及到國家安全法益的複雜犯罪來說，顯然是不足夠的，可以說是《國安法》一個明顯的缺陷。

4 據悉，有關制定《保密法》的法律草擬工作，有關政府部門正在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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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指出，關於從程序上對《國安法》加以配套的工作，澳門特區已開始給予了很大的關注。

比如，2019年，澳門特區立法會修訂了《司法組織綱要法》，明確規定《國安法》所規定的案件的

訴訟，必須由屬確定委任且具有中國國籍的檢察官和法官行使司法權5；比如，行政會目前已完成

討論的關於修改司法警察局組織法的法律，建議司警局新增保安廳、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處、國家安

全罪案調查處、恐怖主義罪案預警及調查處等特定附屬單位。為此，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便強調，根

據“國安法”規定，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公民都有義務和責任維護國家安全，這是天經地

義的事。6 這些法律的修訂實際上都涉及對《國安法》的程序配套立法，使其具有更可靠的安全性和

更強的可操作性。但本人認為，僅有這些配套法律是不夠的，對危害國家的犯罪行為，應當有一個

完整的、系統的程序方面的配套法律。據說，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正在落實起草這樣的法律。我

們期待着這樣的法律早日出台。

毫無疑問，在香港特區發生的多個月來的暴亂，對澳門特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示，特區的回

歸必須是實質性的回歸，而不是形式的回歸。要做到實質性的回歸，強化國情教育勢在必行。

顧名思義，國情就是指一個國家的基本情況。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定國情，國情教育

自然是“因國而異”。但儘管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但就國情的具體內容、涉及的方面則大同小

異。毫無疑問，國情是一個相對比較廣泛的概念，它可以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文化傳統、政

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的內容，也會涉及一個國家的社會、國防、外交、教育、

生態、科技、地理等各個領域。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國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國情，如資

源、地理、環境、人口；另一類是人文國情，如歷史傳統、文化背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也有人將

國情分為五類，即自然國情教育、歷史國情教育、現實國情教育、比較國情教育和未來國情教育。

從上述關於國情的解讀來看，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其內容基本上也應當包括這幾個方面的內

容。但是，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必須要有民族的確定性和國家的確定性。首先，所謂民族的確定

性，就是指澳門特區的國情教育所指的民族是中華民族，因而澳門特區的國情教育離不開中華民族悠悠幾

千年的歷史和博大深厚的文化傳統，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國文化的儒家學說和法家思想、中國近代

史上“落後挨打”被西方列強欺侮的恥辱，等等，無疑都屬於國情教育的範疇。其次，所謂國家的確定

性，就是指澳門特區的國情教育所指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因為《澳門

基本法》所規定的“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澳門特區的國情教育既要有

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也應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概況，也就是要通過國情教育，使澳門居民瞭

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一國兩制”等內容，而國情教育主要是通過

加強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的教育來實現的。這裏必須指出的是，瞭解和接受是

兩個不同的概念，使澳門居民瞭解國家現行的政治、經濟、法律制度，並不等於要澳門特區接受相關的制

度，因為澳門特區實行“一國兩制”，國家整體的社會主義制度並不適用於澳門特區，但不適用不等於不

5 有關具體內容請參閱第4/2019號法律。
6 參見《黃少澤：維護國安天經地義》，《澳門日報》2019年11月26日，第A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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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瞭解，瞭解作為一種國情教育，則具有必然性。

綜上所述，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從內容方面考察應當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地理

方面的內容，如領土面積、人口變化、資源礦產等；二是國家歷史方面的內容，如中華民族的發源

史、幾千年國家的演變史、中華文化的發展史以及中國近代史；三是國家現行制度方面的內容，如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國家結構、政治體制、經濟制度等。

在澳門特區加強國情教育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必要性首先就是表現為國情教育是愛國愛澳的基

礎。從香港特區這次發生的暴亂來看，很多參與者都是“97後”，他們都是在香港回歸後才出生。

由於香港特區的國情教育嚴重滯後，甚至屢屢受阻，致使這些香港特區的青少年對自己的民族、自

己的國家知之甚少，甚至根本沒有認識，或者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抹黑了的所謂“國情”進行

了“洗腦”。在這樣一種缺乏國情教育的情況下，談甚麼愛國愛港就沒有“根基”，也就是沒有基

礎。關於這一點，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說的一句話很值得人深思。他表示，“國情教育

在香港嚴重不足，推行困難，年輕人對祖國的基本瞭解都沒有，哪能談愛？”7 本人非常認同黃錦良

主席的看法。由此可見，談愛國愛澳，要讓澳門的年青一代愛國愛澳，加強國情教育實在是一個基

礎性的工作，這項工作做不好，愛國愛澳只能是空的，落不到實處。

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具有必然性，就是基於對“一國”原則的詮釋。

《澳門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葡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前提就是確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這一表述非常明確地表明，澳門回歸祖國，就是指回

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享有主權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講“一國兩制”，就是指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領土主權範圍內實行兩種制度，即在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允許澳門特

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絕非是甚麼“一國兩府”或“一國兩治”。因此，維護“一國”原則是實

行“兩制”的前提，“兩制”必須服從於“一國”，這是實踐“一國兩制”的基本準則，當我們說

實踐“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首先就是要確保這種“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不走樣、不變

形。

既然維護“一國”原則是實行“兩制”的前提，既然《澳門基本法》明確規定澳門特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那麼，一個國家在自己的國

土上對自己的國民進行國情教育，就屬國家主權的範疇。澳門特區雖然因“兩制”而實行高度自

治，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在自己的區域內開展國情教育，就是對國家所承

擔的一種責任，一種義務，是在維護國家主權，其性質如同澳門特區必須維護國家安全一樣。換句

話說，要不要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這不屬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的事務，這是必須開展的工作，

沒有選擇的餘地；至於以甚麼方式進行國情教育，如何從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出發開展國情教育，

這才屬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事務。有人或許會提出異議，說《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澳門特區必須

開展國情教育，這在本人看來純屬一種“詭辯”。《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就是表明國家主權不容侵犯，維護國家

7 引自2019年8月14日香港教育工作聯會主席黃錦良接受人民網強國論壇記者採訪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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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不容打折扣。難道《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澳門特區生效適用，憲

法就不能在澳門特區生效適用？難道《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中央對澳門特區享有全面的管治權，

中央就沒有對澳門特區的全面管治權？試想一下，如果允許澳門特區可以不開展國情教育，那還叫

甚麼中國的地方行政區域？世界上哪個國家會容忍這種無視國家主權的現象存在？

關於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有一種所謂進行國情教育就是“洗腦”的奇談怪論必須加以駁

斥。一個國家的地方政府在自己的國土上對自己的國民開展國情教育叫“洗腦”，這絕對是歪理。

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屬維護國家主權的天經地義之舉，特區政府應當義無反顧、理直氣壯地去

做這件事。在中國的領土上，特區政府有責任使特區的孩子從小就看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長

大，從小就在聽着、唱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聲中長大，從小就為自己是中華子孫而感到自豪。

眾所周知，現代社會是一個法治社會，而要真正實現法治，一是要有健全的、符合社會需要的

法律制度；二是要嚴格執法，在澳門特區開展國情教育，同樣要講法治，也就是要有相關的法律制

度為其嗚鑼開道、保駕護航，這是澳門法律改革應當引起重視的一項立法工作。

關於開展國情教育，本人還聽到一種說法，說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享有教學自

由，意思是說澳門特區的學校是不是將有關國情教育的教材納入教學內容，或選擇甚麼樣的國情教

育教材，學校享有自由選擇權。這種說法並沒有正確地理解《澳門基本法》第122條關於教學自由的

規定。《澳門基本法》第122條裏的教學自由，是指“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很明顯，“依法”就是

指要依照法律規定來享有教學自由，這與《澳門基本法》第26條關於澳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規定在性質上是一樣的。舉例來說，甲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但只有15歲，或雖

已成年，但患有失去責任能力的精神病，或雖成年也無精神病，但因犯罪而被法院宣判附加剝奪政

治權利刑，在這些情況下，甲就不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這是法律規定。同樣的道理，如

果澳門特區的法律明確規定學校必須強制性地開展國情教育，並對教材的適用作出強制性的規定，

那每個學校就必須遵守，你就不能再用所謂的“教學自由”來違反法律。

在法律改革過程中，關於將國情教育納入法治軌道究竟應當如何來制定法律，應對法律作廣義

的理解。這裏講的法律，可以包括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如教學方面的“綱要法”，也可以包括以行

政法規形式制定的涉及國情教育的規章制度，甚至可以包括由不同主體如大學自己制定並公佈的與

國情教育相關的規章制度。比如，澳門大學決定在法學院內部設立“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這

就是學校自身通過規章制度來完善國情教育的教育機構。當然，法律的效力有位階之分，因而在澳

門特區要依法開展國情教育，最重要的法還必須由澳門特區立法會制定，比如，可對相關的中小學

的教學綱要法進行修訂、補充，明確規定每個學校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都必須將國情教育納入到

教學內容之中，同時對教材的選用作出相應的規定。

澳門特區的法律改革應當有意識地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開展國情教育服務，這當然是為了更好地

落實“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原則。對“兩制”來講，法律改革就應當有意識地為澳門特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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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服務，為提升全體澳門居民的生活素質服務。關於這一點，本人認為今後澳門特區的法律改

革更應當側重於如何為實現澳門特區的“一中心”、“一平台”和“一基地”的定位服務，為產業

的多元化服務。而要做到這一點，使法律改革積極為澳門特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則是首當其衝

的任務。

在澳門特區要積極開展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的法律改革，有必要對將來的粵港澳大灣

區的法制建設模式有一個正確的評估。

毋庸置疑，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制建設不具有單一性，就整體而言，它包含了不同法系的法制建

設成分，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各自享

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的高度自治權。正是在這樣一個法制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制建設呈

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也就是形成了以“粵”為代表的具有社會主義法系特點的法制建設、以香港特

區為代表的具有普通法系特點的法制建設以及以澳門特區為代表的具有大陸法系特點的法制建設齊

頭並舉的格局。

面對這樣一種多元化的法制建設格局，本人曾看到這樣一種觀點。該觀點認為，就粵港澳的法

制建設而言，“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法律框架和法制機制是當務之急”，為此，“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突破口在於凝聚法治共識，着力解決三個不同法系的法治認同差異問題”，

並“建議三地政府共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合作條例》，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劃與實施

的法治化”，“因而，法律合作治理可成為灣區發展的有益思路”。8 本人不清楚該觀點中所提出

的“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的法律框架和法制機制”究竟要通過甚麼途徑去實現，但從所謂的通

過“凝聚法治共識”來共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合作條例》的意思判斷，似乎帶有三法域“共

同立法”的思維模式。對這一觀點，本人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從三法域法制的獨立性考察，三法域的法制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這是因為香港特區現行

的法律制度和澳門特區現行的法律制度在高度自治原則涵蓋下各自具有很強的獨立性，且這種獨立

性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因此，不僅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的法律制度不具有相互替代性，而且兩個特

區與中國內地的法律制度同樣不具有相互替代性，我們在考慮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時必須正視的

一個基本現實。忽視這樣一種基本現實，泛泛而談“凝聚法治共識”，很難收到實際效果。

其次，從兩個特區所享有的立法權的高度自治程度考察，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的法制建設應該

如何發展，包括兩個特區的法制建設應當如何去適應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這是特區高度自治的

事務。中國內地可以與其在行政、司法等方面通過協商進行一些合作和協助，如出入境管轄上的合

作、民商事的仲裁合作、律師的跨地執業合作、警務工作的合作，等等，但相互合作和共同立法是

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應當混為一談。

最後，從三法域法制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作用考察，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利去強求香港特區

和澳門特區在法制建設上應當如何去做，或者應當做甚麼。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包括了珠三角九市以

8 參見鄭方輝、邱佛海：《以法治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2017年8月30日，http://www.likeiii.com/a/mingren
yuledenglu/2017/0830/4279.html，2019年11月28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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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但各自的地位和作用還是有所區別的。對珠三角九市來說，在涉及到香港

特區和澳門特區時，其重點在於“利用”，即在珠三角九市的大灣區建設中，要充分利用香港作為

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優勢，充分利用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國與

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這樣的“利用”從法制建設的角度來看，與香港特區和澳門特

區的法制沒有直接關係，珠三角九市究竟應當制定甚麼樣的法律來實現這種“利用”，這是珠三角

九市自身的立法權限，無須通過三法域的“共同立法”來實現這種“利用”。而香港特區和澳門特

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事務中，其重點在於融入，也就是平時經常說的兩個特區應當緊緊抓住國

家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積極融入國家建設，與國家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粵港澳大灣區的設立，

對兩個特區來說正是一個“天賜良機”的發展機會，其發展的最好方式就是積極融入。同樣，這樣

的融入從法制建設的角度來看，與珠三角九市的法制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兩個特區究竟應當制定甚

麼樣的法律來實現這種融入，這是兩個特區自身的立法權限，屬其高度自治的事務，無須通過三法

域的“共同立法”來實現這種融入。

基於上述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制建設基本模式就是“各自立法”，通過“各自立法”共同

來構建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制建設。當然，在“各自立法”模式下，由於珠三角九市在地域、

人口、本地生產總值以及國家改革開放中的戰略地位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地位，因此粵港澳大灣

區的法制建設模式應該是“各自立法，以粵為主”。

正是從“各自立法”的法制建設模式出發，澳門特區應當由自己來審時度勢，從融入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的角度，通過對自身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考量，使法律改革有意識地為融入服務。

澳門特區的法律改革究竟如何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這是一個涉及面廣、時間長的大

型課題。在今後的法律改革進程中，澳門特區的立法者要有積極的融入意識，有意識地去修訂或制

定一些鼓勵融入的法律。比如，澳門地方小，土地有限，產業又是以博彩業為主，因此，要實現澳

門經濟的多元化，在人才方面，就必須鼓勵澳門的年青人走出去創業，通過創業，使澳門的年青人

積累起各方面的經驗，繼而快速成為經濟建設的人才。毫無疑問，粵港澳大灣區的形成，客觀上為

澳門的年青人走出去創業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因為在自家的門口，在自己的國土上創業，怎麼

也比跑到人家的國土上創業更可行，更“實惠”。如果澳門特區政府將鼓勵澳門的年青人到粵港澳

大灣區創業、定居作為一項政策的話，在法律上是否可明確規定一些鼓勵的措施，如給予資金上的

支持，在外地購房者可讓其在澳門的銀行進行“按揭”，等等，應當進行可行性研究。還比如，如

果在澳門開設股票交易中心，有關股票交易的法制問題必然會擺上議程，單靠澳門現行的一些民商

法法律顯然是遠遠不夠的，而在制定有關股票交易的法律時，是否要考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為葡語國家的“入市”在法律上提供一定的便利條件，也可以作為研究

的內容。總之，澳門的法律改革應當為澳門如何為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服務，這應當成為今後推

行法律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當然，應當指出，本人雖然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法制建設是“各自立法”，不存在“共同立

法”的問題，但並不等於不同法域之間“老死不相往來”，恰恰相反，作為一個國家中的不同地

區，三法域在各自行使立法權制定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關的法律時，仍然應當保持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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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溝通，相互配合，甚至可以相互銜接，以此來不斷深化三法域在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合作事

宜。舉例來說，澳門特區政府如何通過立法來鼓勵澳門的年青人走出去創業，這是自身的立法權

限，與其他法域沒有直接關係，但需要其他法域的配合，這種配合就可以通過協商、合作來解決。

比如，廣東方面關於澳門居民開車前往橫琴的“單牌車”政策，關於在珠三角九市購房取消對港澳

居民限購的政策，關於港澳居民可在內地參加公務員考試的政策，這些政策實際上就是鼓勵港澳地

區年青人到粵港澳地區去創業和定居，這就是一種配合。所以，“各自立法”並不影響三法域之間

的相互溝通和相互配合。

以上是本人對法律改革如何為實踐“一國兩制”服務的一點膚淺看法。歸納起來，本人認為澳

門的法律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原有法律“滯後”的起跑綫上，而是應當有意識地讓法律為實踐“一

國兩制”服務，從而真正實現“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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